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4 期	

38

家文化和“大一统”秩序的理解认同存在差异，尽管他们从各自现实诉求出发，常

常给“大一统”秩序添加某种个性影响，但还是顺应潮流，通过有关相向认同，携

手完成了“华夷”、“中外”、“中华”等话语转换，折射出各兄弟民族携手推动统一

多民族国家发展，以及儒学在其中发挥的弹性变通作用。■

第三，从“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表面上是话语措辞的转换演进，但对

“中华民族”命题的面世，以及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皆是一种重要的阶梯准备。

基于此，1902 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首次命名，呼之欲出；辛亥革命爆发数

月后清宣统帝退位诏书“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

国”，也当渊源有自，水到渠成。A在这个意义上，“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又

绝非简单的名称话语转换，而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责任编辑：黄  娟）

从清史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朱  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景式把握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明

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一条全面理

解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对于正在积极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历史学来说，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只有通过深入开展历史研究，确切阐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

逻辑，才能回答什么是中华文明、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等重大问题。作为中

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清朝，是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产物，因此，基于对清

史的研究，我们能更清楚地认知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此外，以探

讨这种历史逻辑为中心任务，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纠正当前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

化问题。其理由在于，通过探讨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形成正确的认知脉络，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总体视野出发，才能融通清史研究各个不同方向以及前后期

历史，把握清代中国社会变迁整体面相，避免盲人摸象式的摸索。

 A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

《清史稿》卷 25《宣统皇帝本纪》，《续修四库全书》第 295 册，第 326 页；《宣统政纪》

卷 70，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清实录》第 6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293
页。另，本纪与《宣统政纪》将“满、汉、蒙、回、藏”顺序误作“满、蒙、汉、回、

藏”，兹据诏书图片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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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在中国传统王朝序列中的位置

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其强韧的连续性世所罕见。习近平总书记

在论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首先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A突出

连续性特征的历史逻辑的显著体现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王朝序列。以《史记》和

《明史》为首尾、被清政府认证为正史谱系的“二十四史”表明，自夏商周以迄明

代，中国历代王朝衔接有序、从无间断。

在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之后，由于政体转换和社会动荡，有关清代在中国历

史上的定位问题，学界与社会均无暇顾及。而在日本大肆侵略中国之际，许多日

本学人企图混淆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王朝的性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矢野仁一

关于清代统治属于“同君联合”关系的说法，以及田村实造将清与辽、金、元朝

并列为“北亚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论述，都清楚地暴露出他们想方设法将

清朝从中国割裂出来的图谋。B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学界这些论调亦告沉寂。

孰料至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清史”流派再度就清朝的性质问题发

难。有学者明确指出，“新清史”流派提出这一问题的用意，是论证“‘中国’只是

清帝国治理下的一个空间区域”，“进而否认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C无疑，

“新清史”之所以反对将清代视为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其目的就是拆解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

无论是当年的日本学人还是现在的美国“新清史”学者，所持的都是根本站不

住脚的“清朝非中国”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清朝皇帝具有最深厚的中国

认同。这首先表现在清朝皇帝毫不避讳地用“中国”这一名号与“大清”互换上。

康熙帝曾在谕旨中指出，作为满族发祥地的东北一带皆“系中国地方”。D雍正

帝则针对“华夷之辨”表示：“我朝统一万方……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

 A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B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

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 卷，第 155、363 页。

 C   钟焓：《序言：对“新清史”学派的几点基本勾勒》，《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

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 页。

 D   《清圣祖实录》卷 246，康熙五十年四月癸巳，《清实录》第 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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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A乾隆帝在为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文的蒙古

文译文中，特意用“中国”一词代替明代以来蒙古人对中国的习称，从而表明其在

边疆地区大力推广“中国意识”的主动性。B到了面对西方剧烈冲击的晚清，统

治者更是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正因如此，宣统帝退位诏书中才会出现“合满、

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述。C

清朝皇帝中国认同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其主动接续中国的治统，即确认清朝是

对中国以往朝代尤其是明朝的承接。康熙帝率先做出示范之举，他在首次南巡期间前

往明孝陵祭祀，表达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承认。此举所包含的清朝承接明朝正统的观

念。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谕旨中，康熙帝宣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清朝的建立与汉高祖、明太祖建立统治的情形相仿，“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

区宇”。D乾隆帝完全认同康熙帝的做法，一方面于南巡期间专门拜谒明孝陵，明确声

称此举“用彰隆礼胜朝之意”；E另一方面则用与其祖父相同的口吻，阐述清朝接续明

朝正统的合法性：“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F

清朝皇帝中国认同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大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儒家

思想，从而延续了汉代以降儒家的治国理念传统。康熙帝称：“朕惟天生圣贤，作

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

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G雍正帝也十分重视儒学裨益统治的作用，其在谕旨

中明言：“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理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

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

邦乎！”H乾隆帝更是于登基之初便将崇儒重道定为国策：“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

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

由。”I可以说，儒家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直至清末亦未动摇。

 A   《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
36 辑，第 351 册，第 13—14 页。

 B   参见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第
167—168 页。

 C   《宣统政纪》卷 70，宣统三年（1901）十二月戊午，《清实录》第 60 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7 年，第 1293 页。

 D   《清圣祖实录》卷 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清实录》第 6 册，第 695 页。

 E   《清高宗实录》卷 1225，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壬寅，《清实录》第 24 册，北京：中

华书局，1986 年，第 425 页。

 F   《清高宗实录》卷 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清实录》第 23 册，第 309 页。

 G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 19《日讲四书解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298 册，第 185—186 页。

 H   《清世宗实录》卷 59，雍正五年（1727）七月癸酉，《清实录》第 7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906 页。

 I   《清高宗实录》卷 60，乾隆三年正月癸亥，《清实录》第 10 册，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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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历史视野下清代中国的政治文明

中华文明从不缺乏求新求变的精神。《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A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

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B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

代都被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政治体制，更被认

为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欧主要国家。事实上，与同时期以战争为主旋律的欧洲相比，

清代至少有 200 余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再考虑到清代中国的超大体量，

如果说清代政治体制毫无进步，那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清代政治体制具有创新性的第一个显著表现，是以军机处为代表的行政权力

重组及行政效率的提高。虽然军机处在客观上有强化皇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

非其唯一重要的政治含义。近来研究表明，军机处是一个能够维持权力机制长期

稳定的“新军政中枢机构”，是清代“为推进大一统格局而做出的制度调试”。C

并且，在这套机制下，皇帝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D因此，从中国

官僚政治制度的整体演变进程看，清代政治体制建设为这一制度“注入了新的活

力”。E相较于清代的官僚君主制，同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未显示出多

少优越性或进步性。尽管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世

俗化国家的发展阶段，但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从 16 世纪初到 18
世纪后期，君主权力得到极大扩展。直到 18 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也未表

现出足以令清代中国仰视的行政效率，欧洲主要国家的财政、司法、行政体制普

遍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F因此，清代政治体制自清初便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

的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A   《礼记正义》卷 60《大学》、《周易正义》卷 8《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73、86 页。

 B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C   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中国社会科学》 2023年第5期。

 D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31、336 页。

 E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6页。

 F   G. R. 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 卷《宗教改革  1520—1559 年》，第 476 页；J. 
O. 林赛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7 卷《旧制度  1713—1763 年》，第 151、159、
162 页。



	 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4 期	

42

甚至到了国势衰颓的晚清，政治体制仍不乏创新之处。第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总

理衙门的创设。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鉴于旧有体制无法应对新形势，清廷遂设

立总理衙门，一开始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进而又成为 19 世纪六七十年

代洋务运动的中枢机构。A在其主持下，以新生产力为核心的一批军事工业、民用

工业得以引进，中国经济由此出现了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第二

个突出表现是海军衙门的设立。该机构虽以海军为名，实际上是清廷为强化和统筹

洋务建设事业而专设的。在其存在的 10 年时间里，除了使现代化的北洋海军迅速

成军外，它还有力推动了铁路、矿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使洋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

水平。B清朝能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将近 30 年较为平稳的发展期，政治体制

上的创新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清代政治体制具有创新性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建设以荒政为中心的社会保障

机制。清代荒政建设集历代救荒经验之大成，并且大大提高了系统性，从而取得了

良好的救荒成效。首先，国家主导下的备荒防灾机制更加成熟。一是备荒仓储体系

得到空前发展。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清朝建立并维持了一个以常平仓、社仓

和义仓为代表的、常年储粮达数千万石的仓储体系。C二是灾害预警系统的规范化

发展。自康熙朝以迄晚清，持续运行的雨雪及粮价定期奏报机制，成为朝廷预判灾

情的重要参照。D其次，清代以官赈为主体的救灾体制更为完善，到乾隆初期，已

经形成了一套“涉及灾前、灾时和灾后各阶段环环相扣、严密完整的救灾体系”。E

在法国学者魏丕信看来，18 世纪清朝的荒政“已经达到了一个发明创造的高级阶

段，构成一个高度综合的体系”。F

与盛清时期的荒政体制相比，欧洲各国的社会救济机制并无优势可言。直到

17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仍缺乏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每逢粮食歉收，“许多地方都

出现了因食物昂贵而发生暴乱的情形”。G而在 1700 年以前，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

 A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08—109、
114—115 页。

 B   杨益茂：《海军衙门与洋务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 年第 5 期。

 C   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 年第 4 期。

 D   穆崟臣：《清代雨雪折奏制度考略》，《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11 期；陈金陵：《清朝的

粮价奏报与其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E   夏明方：《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夏

明方主编：《新史学》第 6 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30 页。

 F   魏丕信：《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24 页。

 G   F. L. 卡斯滕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5 卷《法国的优势地位  1648—1688 年》，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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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每一次歉收都意味着饥荒，意味着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抑制”。A

到 18 世纪初，欧洲各国的救荒能力仍十分有限。1708—1709 年冬季爆发了严重的

自然灾害，包括当时最强盛的法国在内，欧洲“没有一种经济”能够抵挡灾难。即

使是处于“相对较为健全”治理下的英国，“死亡和骚乱却有增无减”。B政府面对

灾害和饥荒的失措，甚至成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诱因之一。C

三、全球危机背景下清代的国家统一

最晚至春秋时期，中国便萌生了内涵明确的“大一统”观念。自秦汉以降的两

千多年中，尽管其间交织着分裂，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无法逆转的

历史趋势。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

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

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D对于清

代的国家统一，学界以往大多从中国历史脉络出发，视之为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应忽略的是，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清代国家统一还具有重

要的世界意义。只有同时把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维度，才能全面认识清代国

家统一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明清易代，以往学者多在中国历史变动的框架下来理解，而严重忽视其

所依托的一个关键背景，那就是席卷亚欧大陆的 17 世纪全球危机。全球危机的诱

因之一是经济危机。据国际学界研究，“欧洲经济在 17 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

即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转化的最后阶段”。E17 世纪的中国“与同时代的

欧洲一样”，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F全球危机的另一个重要诱因是生态

危机。17 世纪，北半球发生了在整个全新世“持续最长且最严酷的全球变冷事件”，

 A   C.W. 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9 卷《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  1793—1830
年》，第 35 页。

 B   J. S. 布朗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6 卷《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  1688—
1715/1725 年》，第 34 页。

 C   乔治·勒费弗尔：《1789 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周思成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2—13、27—28 页。

 D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E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序言：十七世纪的危机？》，《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重商主义与欧

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吕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F   万志英：《中国 17 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王敬雅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

组编：《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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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气候学界公认的“小冰期”。至晚从 1618 年起，“全球气温开始下降，极端气候

事件、灾难性的歉收和高频次的流行性疾病也因之而生”。A

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叠加，17 世纪的世界处于一场“总危机”之

中，从而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B欧洲和东亚都属

于“总危机”的核心地带，两地大规模国家崩溃后的走势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

洲，“神圣罗马帝国”经历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后，“往昔意义上的帝国

已经不复存在”，“‘德意志’此后不再是一个国家”。C1871 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

只是完成了“小德意志”的统一。相比之下，明朝土崩瓦解后，满洲政权在入关后

很短时间内便击败了农民军、南明等多个政治势力，使得中国摆脱了分裂危险。继

而历经几代帝王的努力，于乾隆中期完成了对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全面统一，

其疆域几乎等同于整个欧洲。从欧洲角度看，清代国家统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而从中国角度看，不过是又一次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而已。

清朝统治者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较前代而言还更着力推动了“大一统”国

家观的构建与实践。清代帝王的“大一统”思想，在皇太极时期就已萌发，历经

顺治等朝的不断发展，“最迟在乾隆时期已经完善”。D特别是雍正帝和乾隆帝，都

对“大一统”国家观进行了系统论述。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反复申明清代

“天下一统”的含义，又在谕旨中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普

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E乾隆帝于登基之初便强调：“夫人主君临

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

歧视。”F其后多年间，乾隆帝更是对“大一统”观念进行多方诠释，使之具备了强

烈的意识形态意味。G

清朝在推动“大一统”国家观的实践方面，最突出的举措有两项。一是从康熙

朝至道光朝接续修撰《大清一统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康熙帝便启动编纂

《大清一统志》，明确宣示：“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

书，以著一代之巨典……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H乾隆帝进一步发挥

 A   杰弗里·帕克：《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王兢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前言”、第 2 页。

 B   杰弗里·帕克：《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前言”。

 C   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宁凡、史文轩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717页。

 D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

第 88 页。

 E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清实录》第 8 册，第 147 页。

 F   《清高宗实录》卷 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清实录》第 9 册，第 303 页。

 G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 140—141 页。

 H   《清圣祖实录》卷 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清实录》第 5 册，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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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圣祖仁皇帝特命

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A二是全国性地图的测绘。康熙帝在开设一统志馆的同

时，便将绘制舆图事宜提上日程，历经 30 多年完成《皇舆全览图》。此图被称颂为

“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员该广，靡远弗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B乾

隆帝在平准战争胜利后迅速开展新疆舆图的测绘，强调此举的重要意义是：“准噶尔

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C

四、清代中国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文明便显示出多元发展的格局，也开启了与其他文明互

通互鉴的历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保

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

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D在“明清社会停滞论”影响下，清

代中国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封闭排外、虚骄自大的社会。事实上，这种认识并不客观

和全面，清代中国在文明的包容性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就国内而言，清代多民族文

化并存发展的格局远迈前代；而对于外来文化，清朝的态度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清朝的多民族治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其政策核心是“修其教

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实施有效治理，清朝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在中央

设立地位与六部等同的理藩院，专门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这是一项制度创新。

理藩院以满蒙联合体制为主导，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紧密配合，确保了

清朝的稳固统治。E第二个重要举措是尊重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地设立不同的行

政机构。清朝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设立以将军为首的军府制；在天山南路，利用

原有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在蒙古地区，实行由札萨克管理的盟

旗制；在西藏，则逐步完善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体制。F以上举措，

大多顺应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在文教政策上，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首先，清代诸多纪念重大军

事胜利的纪功碑四面往往分别用不同文字刊刻，一般为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

 A   《御制文集》卷 10 《钦定大清一统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01 册，第 95 页。

 B   《清圣祖实录》卷 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清实录》第 6 册，第 765 页。

 C   《清高宗实录》卷 490，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丑，《清实录》第 15 册，第 164 页。

 D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E   赵云田：《清代理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08—109 页。

 F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01—5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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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察合台文等）。其次，不少官方编纂的大型辞书，也是多语种合璧本。如康熙时

期开始编纂的《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经一再增订，至乾隆时期成为包括满、汉、

蒙古、藏、回（即察合台文）5 种文字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另如乾隆时期纂修

的《西域同文志》，则是包含 6 种文字即满、汉、蒙古、藏、回及托忒蒙古文的大

型辞书。A再次，清政府在大力推重喇嘛教的同时，同样注重推广多语种佛经。如

乾隆时期官方主持刊刻了满、汉、蒙古、藏文四体合璧的《首楞严经》。另外，在

清政府主持下，影响巨大的《大藏经》才得以在乾隆年间完成满、藏、汉 3 种文字

的全部翻译并正式刊刻。

明清易代的剧烈变动，并未打断此前已开启的西学东渐进程。总体看来，与

晚明相比，清人对西学中的科学文化表现出更多兴趣。这首先体现在康熙帝等统治

者层面。康熙帝在位期间，科学革命已在西方世界逐步展开。通过来华耶稣会传教

士、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张诚（J.■F.■Gerbillon）、白晋（J.■Bouvet）等人，“康熙帝

可谓赶上了西欧科学化的大浪潮”。B众所周知，康熙帝对西方科学的热情几乎持

续了一生，涉猎十分广泛，从而推动清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和舆图测绘方面取得较为

先进的成果。另外，虽然乾隆帝对西方科学并不具备其祖父那样的热情和水平，但

从《四库全书》所收多种西学著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天文历算、机械

制造、农业水利颇为嘉许的态度看，他对西方科学仍有较大包容度。C

在清代士大夫群体中，固然有不少反对西方科学者，但亦不乏积极接受者，出

现了中国本土化科学的萌芽。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就是对西方数学知识的学习

与吸收。康熙年间，梅文鼎把中国古算学与刚刚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相结合，开创

了中国本土的数学学派，并且“中西数学对照研究的道路及用统一的观点研究数学

的思想，一直影响到 19 世纪”。D梅文鼎之后，对西方数学的传入和研究贡献最大

者，为著名学者戴震。其算学代表作《勾股割圆记》是一部三角学著作，力图“以

勾股弧矢、割圆术为根据……以中法证西法，求中西算学之会通”。E晚清学习西

方科学的代表者、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李善兰，又从戴震那里吸收不少知识。F在

中国数学发展史上，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脉络。

 A   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B   刘大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 1 卷《西学东渐》，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11、344 页。

 C   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461、474 页。

 D   吴文俊主编，李迪分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 7 卷《明末到清中期》，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43 页。

 E   刘大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 1 卷《西学东渐》，第
423 页。

 F   川原秀城编：《西学东渐与东亚》，毛乙馨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年，

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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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调

在农耕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始终具有以稳定与和平方式处理周

边关系的内在需求。如《尚书》云“协和万邦”，《左传》称“亲仁善邻，国之宝

也”、“救灾恤邻，道也”。A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

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

‘党同伐异’的小圈子。”B清朝并未采用霸权主义对待周边弱小国家，而是力求在

和平状态下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清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基调，不仅在清代长

期维持的宗藩体制和对外贸易活动中有清晰显现，甚至从 19 世纪以前清朝的对外

战争中也得到证明。

清代宗藩体制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延续，也是这一体制的成熟

样态，出现了与汉唐宋明时代迥然不同的复杂性。清朝的藩属国主要位于东亚和

东南亚地区，关系比较密切的有朝鲜、越南和琉球等。《大清会典》表明，作为

宗主国的清朝，主要通过朝贡、册封、禁例和市易等方面举措，有效规范了其与

藩属国的关系。这种体制的基本内涵是要“维持一种‘中华和平’模式的国际和

平局面”，其核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

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C客观而言，宗

藩体制虽在现代国际关系视野下具有某种“不平等性”，却体现了“儒家的王道

政治与善邻、睦邻的和平主义价值取向”，从而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

的不平等性有根本区别。D另外，在宗藩体制作用下，亚洲东部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前半叶大体维持和平状态，只有几次规模较小的局部战争。相比之下，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后的欧洲，战争爆发的频率和规模仍远远高于东亚。

此外，清朝从不拒绝在和平状态下开展对外贸易。历来为人诟病的“海禁”，

实乃清初战争期间的特定政策，为时并不长久。康熙帝收复台湾后，便在江南、浙

江、福建、广东设立海关，鼓励开海贸易。E而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后，清代的

 A   《尚书正义》卷 2 《虞书·尧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17 页；《春秋左传正义》

卷 4 《隐公六年》、卷 13 《僖公十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731、1803 页。

 B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C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D   魏志江：《宗藩体制：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4 期。

 E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9 册，第 299—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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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有了更为积极的发展：首先，清朝与俄国的通商关系在 18 世纪大为拓展，

尤其是恰克图的开市，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增添了一条新的重要路线。其次，

18、19 世纪与清朝在海路开展贸易的西方国家，不仅有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

老面孔，还增加了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等诸多新面孔，并且这一时期的

中外贸易总额也大大超过以往。A而乾隆年间之所以推行广州行商制度，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当时清廷对欧洲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侵略行为已略有耳闻，因此对他们

存有戒心”。B

清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基调，甚至在国力强盛时的对外战争中也得到体现，

因为清代绝大多数战争的性质皆是防御自卫，并不图谋他国领土，且基本都以议和

告终。康熙年间，清朝针对入侵东北地区的俄国发动的雅克萨之战，就是一场明确

的自卫反击战，阻止了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势头。18 世纪 60 年代清朝与缅甸的

战争，起因是缅甸雍籍牙王朝首先入侵云南，清军虽一度攻入缅甸，最终仍以撤军

议和告止。C乾隆晚年与廓尔喀之间的战争，起因是廓尔喀大举入侵西藏，才导致

乾隆帝有“必期扫穴犁庭”之心。而当廓尔喀于战败之际“归降归顺”时，乾隆帝

立即表示此战目的决非“尽得其地”，从而“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D由此可

见，康熙和乾隆年间的对外战争，都旨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统一，并无扩张之意。

清朝并无对外扩张之意，还体现在疆界问题上的许多举措上。乾隆中期，清军

为追击阿睦尔撒纳而深入哈萨克境内，哈萨克汗阿布赉表示“情愿将哈萨克全部归

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帝认为，哈萨克与蒙古各部不同，不应纳入中国版图，

而应“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E对于其

后相继臣服的布鲁特、巴达克山和爱乌罕等部，清朝亦“俱照外藩属国”视之。F不

仅如此，强盛时期的清朝与朝鲜、越南、缅甸等属国发生边界争端时，也多“从‘守

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些举措当然有不

合理的一面，但鉴于当时的情境和理念，清朝的做法无疑有利于与邻国和平相处。G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在清代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五个突出特性持续生

长的历史逻辑也得到更为充分的显现。随着中国从清代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

 A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 10 册，第 418—420 页。

 B   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29 页。

 C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上册，第 228 页。

 D   《清高宗实录》卷 141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清实录》第 26 册，第 1018 页。

 E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41《乾隆元年二月戊辰至四月壬辰》，故宫博物院编：《故宫

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50 册，第 349 页。

 F   《清高宗实录》卷 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清实录》第 17 册，第 1046 页。

 G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上册，第 235、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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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底蕴。而要准确认

识这种历史底蕴的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决不能离开五个突

出特性，则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开展清史研究，努力从整体上把握清朝在中国历史

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充分理解“两个结合”的

前提下，养成一种“活”的唯物史观眼光。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运用“第一个结

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路，深入阐述清朝何以终究

不能摆脱中国传统王朝兴衰的周期率问题。

不可否认，在清代中国，也存在着经过数千年积累的负面因素及其造成的对

社会发展的极大束缚。正是由于这些束缚，才导致清代中国未能跟上科技革命和

工业革命的步伐，反而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与西欧各国拉开了差距，并沦

为西方殖民者大肆侵略的对象。当然，清朝不能完成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

的历史使命，并不意味着清代中国全然是现代中国的负面资产，因为同样只有在

“活”的唯物史观眼光下，我们才能正确运用“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深刻阐明清朝何以未造成中华文明发展

脉络的中断，且为现代中国的复兴留下了可贵的历史遗产。

（责任编辑：黄  娟）

第十届青年史学家论坛预告

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将于 2023 年 11 月（具体日期待定）在安徽合肥举办第十届青年史学家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新文化■ 新使命■ 新史学”，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

文化底蕴、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史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特征

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近期将向青年学者发出参会通知，欢迎各位青年学者报名参会。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

2023 年 8 月 10 日


